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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铁面御史”李漱芳
□罗学闰

“川陕会剿”的破灭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政府
拨给四川军阀200万发子弹。蒋介
石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
央派兵入川”为由，命嫡系部队胡
宗南第一师由甘肃入川，接管川北
咽喉要地广元、昭化防务；令上官
云相指挥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
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万
源地区推进。全川“防匪剿赤”事
宜，均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并派出
以贺国光为首的“委员长行营驻川
参谋团”入川督战。

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
部署的“会剿”兵力迅速增至200
个团以上，采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
方法，在根据地周围层层修筑碉
堡，严密封锁，意图实现“南拒北
攻”。即南面扼守长江防线阻止中
央红军入川，北面猛攻川陕苏区的
红四方面军，防止其与中央红军会
合。为贯彻清江渡军事会议确定的
“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下旬至
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趁敌“川陕
会剿”尚未就绪之际，主动发起广
（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
敌方精心策划的“川陕会剿”终成
泡影。

□文/图 冉奎
昭化区昭化镇广昭战役凉亭子战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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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去渠县合力镇园峰村探访，
着眼点是“李漱芳故居”，缅怀清代乾
隆朝“铁面御史”李漱芳。

来到李家中院，矗立着一组沉默
的石头建筑，当地人称之为“李家桅
杆”。据说，“李家桅杆”原有六根
（门前四根、山坡上两根），呈等腰梯
形排列。如今，在“李漱芳故居”门
前，我们看到的是两根石桅杆 （另有
两根早年已毁）。“李家桅杆”以九点
五米的高度刺向苍穹，这不仅仅是一
堆冰冷的石头，它们是李姓家族最显
赫的“勋章”。清代用石桅杆标示科举
功名：秀才底座为四角，举人为六
角，唯独进士及第方有资格使用八角
底座。在“斗”的使用上，秀才无
斗、举人一斗、进士两斗、状元或一
品官三斗。据现场查看，“李家桅杆”
均是八角底座，符合李漱芳的进士身
份。但这些桅杆的“斗”却只有一
个，不知其意，只能归为“特例”。李
漱芳是渠县唯一在《清史稿》中有传
的人，我们随着这些石桅杆，说说乾
隆朝著名的“铁面御史”李漱芳及其
家族的故事。

家世孤苦：少年磨砺

要理解李漱芳的刚直，必须先读
懂孕育他的土壤。据嘉庆 《渠县志》
记载，明末至清，渠县李氏创造了

“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六举人四
人受封”的科举神话。这并非虚言，
而是一个跨越数代、仕学兼优的庞大
文化谱系。

李漱芳的高祖李含乙 （字鹤汀），
是明崇祯七年 （1634年） 进士，著有

《秦邮集》；曾祖李珪（字公执），是顺
治丁酉 （1657年） 举人，著有《说剑
斋集》；曾叔祖李瑨 （字宕山），是顺
治甲午 （1654年） 举人，著有《片石
斋集》；叔祖李甡 （字楚材），是康熙
辛酉 （1681 年） 举人，著有 《濠梁
集》。此外，家族中还有李储乙、李秉
（主持编纂《渠县志》）、李泳等。这
七位著书立说的先贤，被后世誉为

“李氏七子”。
出生于雍正十一年 （1733年） 的

李漱芳，其童年却充满苦涩。他原名
李清芳，取“奕奕清芳”之意。母亲
早逝后，作为长兄，他不得不挑起抚
养幼弟的重担。那是一段锥心刺骨的
岁月：“包裹布与巾，中夜再三起；邻
媪乞乳尽，软嚼糜粥饲。”深夜，幼弟
啼哭，乳母无奶可喂，年轻的李漱芳
只能自己嚼碎米粥，嘴对嘴地喂给弟
弟。安顿好弟弟后，他才能“背灯究
经史”，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

这种“放声口若钳，回顾泪渍纸”
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他一边嚼着米
粥，一边在青灯黄卷里寻找未来。乾隆
二十二年（1757年），24岁的李漱芳进
士及第，入京后发现：朝中有一位同名
的前辈，他是福建安溪人，乃文渊阁大
学士李光地之侄。出于尊重，按照以小
让大的礼制，他呈请吏部改名为李漱
芳。从川东丘陵到华北平原，那个曾经
背着弟弟的布衣少年，转眼间已是身
着朝服的六部京官。

铁面直谏：惊朝折翼

改名后的李漱芳，似乎也承接了
李光地家族刚直的基因。他常言：“御
史之设，所以防壅弊，必取特立独
行、无所依傍者。”在京期间，他“耿
介自处，不妄交一人”，这种近乎孤僻
的慎独，让他在浮华的官场中迅速确
立了“学优才赡，崇尚气节”的声
誉。入仕不到一年，他便从户部主事
擢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真正让李漱芳名震天下的，是一
场豪赌式的弹劾。当时，乾隆帝的四
女婿、工部尚书福隆安的家奴蓝大，
仗势横行市井。巡城御史畏惧权势，
视而不见。恰逢李漱芳当晚“巡视中
城”，目睹其恶行后，他未有一丝犹
豫，当即下令抓捕，并上疏弹劾。据

《清史稿》 记载，乾隆帝对此深为嘉
许，“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
李漱芳因此擢升工科给事中，获誉

“铁面御史”。那一刻，他站在了权力
的风口浪尖，似乎无所不能。

李漱芳因直言进谏坐“过山车”
而跌入谷底。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山东寿张爆发了王伦起义。虽然
在号称“盛世”的乾隆中期，这只是
一个局部骚乱，但对于自诩“十全老
人”的乾隆大帝来说，这无疑是一记
响亮的耳光。当时的大清王朝，人口
激增导致耕地紧缺、粮价飞涨，流民
问题已成为帝国肌体上的暗疮。李漱
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事后上了
一道奏疏，试图剖析动乱的根源。他
直言百姓聚众滋事，实乃“为饥寒所

迫”，且近畿一带已有流民“扶老携
幼，迁徙逃亡”。

短短数语，彻底触怒了乾隆皇
帝。在帝王的逻辑里，王伦起义是

“叛乱”，是“谋逆”，绝不容许解释为
“饥寒所迫”。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
皇帝治下出现了治理危机，在盛世的
面具上撕开一道口子。乾隆先派侍郎
高朴、袁守侗等人携李漱芳前往卢沟
桥及近畿实地核查，高朴等回报“初
无流民”。待起义平定，审讯俘虏时，
乾隆又命李漱芳旁听，结果无一承认
是“饥寒所迫”，且称当年“秋收尚及
半”。乾隆大怒，下谕痛斥：“李漱芳
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
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

一道圣旨，将“铁面御史”打成
了“妄言”之人，并左授为“礼部主
事”。

一船书香：清流归乡

被逐出言路后，李漱芳在京沉浮
近三十年。其后，虽然他也曾复职
（礼部郎中），但那种“直声播中外”
的风采已一去不返。李漱芳心生倦
意，适因继母陈氏在籍病故例应丁艰
（丁忧），乾隆五十年 （1785 年），他
顺势选择了辞官归乡。

归乡之日，行李萧然。当舟船缓
缓驶入渠江码头，早已闻讯赶来的父
老乡亲围拢过来，好奇这位“直声播
中外”的大官带回了什么金银财宝。
箱子打开了，没有绫罗绸缎，没有奇
珍异宝，满箱皆是新书。嘉庆《渠县
志》记载：“李漱芳在外为官三十年，
辞官还乡，所载之物仅一船书。”县志
编者忍不住感叹：“清廉真是不一般。”

这让人想起东汉末年东吴的陆
绩。陆绩年少时便以“怀橘遗亲”的
孝行被载入 《二十四孝》。出任东吴
后，因性格刚直被外放为郁林太守，
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南江村。任满归
乡，陆绩身无长物，因行李太轻船不
能渡海，特搬巨石压舱，人称“廉
石”。一千五百年后，李漱芳以“一船
书”压舱，与陆绩之事遥相呼应。书
比石头更重，那是知识的重量，更是
人格的重量。“一船书”的记载见于

《渠县志》，而“置书压舱”的民间传
说虽不见于正史，却与“廉石”典故
一脉相承，成为清官文化的美好注脚。

诗文遗稿：儒者本色

李漱芳不仅是一位刚直的御史，
亦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和诗人。据

《晚晴簃诗汇·卷八十八》记载，他著
有《艺圃诗集》，今国家图书馆有藏。
他的诗文作品虽流传不广，却自有其
独特的艺术价值。传为其七言绝句的

《晚秋江上》意境清新自然，语言简练
明快，写景抒情浑然一体，诗云：“淡
淡秋江落日斜，水清沙白下寒鸦。渔
人撤网携壶去，一路歌声入荻花。”此
诗描绘了晚秋江上的美景和渔人的生
活，画面感强，意境清幽，展现出一
种宁静闲适之美。据文献记载，李漱
芳还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工
作。《续文献通考》，系乾隆年间敕修
的大型典志体史书，接续马端临《文
献通考》，纂修者多为朝廷遴选之饱学
之士。若此说属实，则说明李漱芳的
学识在朝中获得了相当认可。

从“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
六举人四人受封”的家学渊源，到李
漱芳本人“生而颖异，六经、四书随
读能解”的天资禀赋，再到他亲身著
述、参与修典，渠县李氏家族的家风
正是“行孝善、守气节、重操守、做
学问”十二个字。做学问与守气节在
李漱芳身上并行不悖，一个是读书人
的本分，一个是为官者的底色。归乡
数月后，李漱芳一病不起，卒于乾隆
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53岁。《清
史稿》用“学优才赡，崇尚气节”八
个字定论其一生。这八个字，既刻在
史册里，也立在渠县合力镇园峰村
（清代称万寿里）的“李家桅杆”上。

回望那组石桅杆，我们看到的不
仅是一个家族“两进士六举人”的科
举荣耀，更看到了一个士大夫在皇权
与良知之间的艰难跋涉。他是“铁面
御史”，曾官至给事中，回乡时却只有

“一船书”。在乾隆盛世的华丽帷幕
下，一个清官的身影就这样静默退场。

历史终究记得他，不是因为他的
官做得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骨头有
多硬。那八角形的“李家桅杆”，历经
两百五十余年的风雨，依然倔强地指
向天空，还有那个像“扩音器”的

“斗”，仿佛在向上天诉说着那个关于
气节与书香的不朽故事，让我们对渠
县这个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肃然
起敬。

■广昭战役

广昭战役凉亭子战斗遗址位于昭化区昭化
镇战胜村牛头山麓五里垭，地处天雄关雄踞其
上、嘉陵江蜿蜒其下的古驿道要冲。作为红四
方面军在广元、昭化地区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关
键战场，凉亭子战斗旨在夺取两城并扩大苏区。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四道
封锁线进入贵州。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
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要求

“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指
中央红军） 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
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
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后方机关转移至南江
旺苍坝（今旺苍县）地区。

1935 年 1 月 4 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
“东线敌刘湘六十个团于绥定、宣汉、城口地
区；南线李其相、罗泽洲、杨森等三十个团于
营山、仪陇地区；西线田颂尧、邓锡侯及胡宗
南之丁德隆旅于阆中、昭化、剑阁、广元地区
……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
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
非良策。”电报内容主要是报告川陕革命根据地
四周敌情，也透露出撤离川陕另辟根据地的意
图。

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
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
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20日，由毛泽东参与的新中革军
委拟定《关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

“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
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
反攻。”此时，从鄂豫皖出发长征的红 25 军已
进至陕西蓝田、山阳、商县等地。

中央红军需要策应，红 25 军也需要接应，
派兵少了有可能有去无回，派兵多了根据地又
难守，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讨论半天
没有结果。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
道：“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确定的方针向川陕
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我们就控
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
图谋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
军和红25军。”

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此
役目的是围歼胡宗南部驻防广元、昭化一线的
丁德隆旅，夺取两城后，向甘肃南部的文县、
成县、武都等地发展，为开拓川陕甘新苏区、
实现“川陕甘计划”创造条件。当日，红31军
93 师从塔子山渡嘉陵江，切断昭化与广元联
系，包围昭化城；红4军10师、31军91师攻击
广元城；红 9 军 25 师、30 军 88 师抽调 9 个团，
架设浮桥渡江，直扑羊模坝和三磊坝。

1月23日，红军包围羊模坝，歼敌一个补
充团的2个营及援敌一部，但红88师副师长丁
纪才、25师副师长潘幼卿牺牲。25日，红93师
围攻昭化未克。26日，红30军主力和31军一部
攻占广元飞机场。29 日夜，红 88 师“夜老虎
团”和93师一部夜袭乌龙堡。危急时刻，丁德
隆打算弃守广元城，被第一团团长张灵甫劝
止：“红军在广元城外围已经激战一周，每攻破
一道防线都要脱层皮，即使他们能够突破层层
防线攻到城下，也无法再突破我第一团预设的
三道堡垒。”

由于广元、昭化守敌凭险固守，胡宗南意
图消耗红军，加之邓锡侯五个旅逼近侧背，红
四方面军决定结束广昭战役。广昭战役自1月
22日至29日，历时8天，红四方面军投入的兵
力约为国民党守军的3倍。此前，四川军阀在

与红四方面军的交战中屡处下风，而广昭战役
则加速了四川地方势力向南京政府靠拢的进程。

■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新铺湾战斗遗址位于陕西省勉县
新铺镇川陕公路沿线，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陕
南战役的关键战场。红军运用夜战、迂回战术
攻占蜂子岭等要地，切断敌军通信，最终歼灭
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及独立旅一团，缴获大量
装备。此战为后续攻克勉县、褒城奠定基础，
并扩大根据地版图。

1935年1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配
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指示
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
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电后，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收缩东线，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
力强渡嘉陵江。

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有敌重兵把
守，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有剑门之
险，在何处渡江和用何工具渡江是个问题。为
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
声和红33军军长王维舟带领参谋人员沿嘉陵江
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确定渡口，红
31军和总部工兵营则负责造船。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和
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以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
件，策应已进入陕南商县 （今陕西省商州区）
一带的红25军。陕南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曾
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即“汉中密约”。红
军出击前派人送信给宁羌 （今陕西省宁强县）
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劝他主动撤兵
不要抵抗，但杨竹荪却令部队坚守，战争不可
避免地打响了。

陕南战役主战场在宁羌、沔县 （今勉县）、
褒城 （1958年撤销，划归勉县、汉中市、留坝
县和南郑区）和南郑四地。2月3日，陕南战役
开始。红4军10师主力和12师一部攻击宁羌外
围阵地东山观，次日克城，全歼敌独立一旅二
团团部及2个营。红12师一部攻克阳平关，歼
敌二团另一营。5日，红4军、9军、30军各一
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
进。孙蔚如急调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一旅
一团经沔县在新铺湾阻击。8日拂晓，红4军一
部发起攻击，激战半日形成对峙。9日，红4军
10师和红30军88师实施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
断敌沔县退路，歼敌大部，乘胜攻占沔县，在
武侯祠设立指挥部，指挥围攻褒城、南郑的战
斗。

2月14日，红4军、9军、30军、31军各一
部及教导师主力和游击队约3万人，向南郑县
城进击。18日，红军兵临南郑城下。19日，红
30军主力及教导师、地方游击队合力攻打南郑
城西关、南关，红33军296团配合作战，敌我
双方白刃格斗，进退拉锯10余次。

早在1934年12月，红33军296团据守牛头
岭（今陕西省南郑区红庙镇蒿坝村），防御汉中
国民党军队对川陕苏区的进攻，首先向驻红庙
塘、喜神坝的国民党部队出击，消灭敌 100 余
人。1935年1月6日，国民党三十八军重营王云
山部到喜神坝构筑工事，企图堵剿红军。19
日，红 296 团兵分三路攻敌正面和左、右翼山
头，互有伤亡。2月6日，红296团同红4军一
部再次进攻喜神坝、红庙敌军，迫使敌人后撤。

敌军以为红军要从陕南北出，立即调整部
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待胡宗南部回
调甘南、邓锡侯部接防广元后，红四方面军见
战役目标已达到，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

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陕南战役自2月3日
至22日，历时20天。红军共歼敌4个多团，缴
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俘敌团
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

■汉中密约

在木门会议酝酿之际，一场秘密谈判在陕
南汉中悄然达成，这便是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
签订的“汉中密约”。该密约打破了蒋介石企图
将红四方面军围困消灭于川北的封锁计划，对
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
作用。

汉中属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 （俗称陕军）
的防区。1932年12月，蒋介石预料红四方面军
在围攻下将西进关中、转往甘肃，因而提前将
杨虎城的主力第三十八军调往甘肃天水，并将
汉中防区交由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接管，然而
红军却转向川北发展。1933 年 2 月，惯于借

“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又令第三十八军重返
陕南，与胡宗南部换防，使得杨虎城的陕军被
迫处于与四川军阀合力“围剿”红四方面军的
前沿。

杨虎城不愿被动陷入内战泥潭，陷入两难
境地。此时，在第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的中共
地下党员武志平，受中央特科指示，通过高级
参议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秘密联系红军，互
不侵犯”的建议。杨虎城最终采纳此议，决定
派武志平作为密使前往红军根据地联络。1933
年 5 月 13 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
自汉中奔赴通江。

1933年5月22日，武志平见到红四方面军
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表明来意，并拿出密
信、密电码及川陕甘三省部分军用地图。正在
前线指挥空山坝战役的徐向前得知杨虎城部的
特使送来地图，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
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
后，徐向前回电告知地图已收到，并嘱咐妥善
接待来使。这是红四方面军首次获得的大型军
用地图，徐向前视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

随后，红四方面军派遣曾留学苏联的川陕
省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返回汉中，与第
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高级参议王宗山进行谈
判。1933年6月1日，双方达成以“共同反蒋抗
日”为宗旨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
定”。为防止泄密，该协定未形成书面文件，仅
作口头约定。

此后，一条从西安经汉中至川陕革命根据
地首府通江的“红色交通线”正式建立。据武
志平回忆，该线路主要承担三项任务：向红四
方面军总部传递敌军情报；协助采购与转运物
资；掩护革命同志进出根据地。廖承志、潘自
力等重要干部即经此线安全进入川陕根据地。

“红色交通线”有效打破了国民党对根据地
的经济与军事封锁，武器、弹药、通信器材、
药品等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极大地支援
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武志平提供的密电
码，也为红四方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讯、掌握
敌情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
波》一文中写道：“红四方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
军队的电讯密码，是因为西北陕军的孙蔚如派
武志平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电码底本，这对
我们破译敌军的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中密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
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前后持续约两年。在此期
间，“巴山南麓无战事”，既缓解了杨虎城部的
生存压力，也使红四方面军避免了腹背受敌的
困境，为实现共同抗日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
条件。


